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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基于人地关系的场所依恋研究成为热点，在古村落、旅游景区、公园等场所中被广泛研究。

相比西方，中国史无前例的城镇化发展速度导致环境剧烈变化，所带来的问题也被放大，但这一现象被以往研

究忽视，如相关研究中缺少对童年和成年场所环境变化程度的考虑。以浙江省为例，运用问卷调查和半结构访

谈的方法采集数据，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及主题分析，探索童年场所依恋与童年居住环境自然

度的关系，探讨对童年场所的依恋如何因环境变化的程度而影响成年后的幸福感。结果表明：较高的童年居住

地自然度有助于形成较高的场所依恋；成年后幸福感与童年场所依恋呈直接正相关，但童年场所与当前环境差

异程度对成年后幸福感具有调节作用。阐明了城市快速发展给个体带来的环境不适性，同时提出童年场所依恋

与成人幸福感模型，旨在拓展自然环境与人类健康关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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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decades, place attachment, based on human-land relationship, has become popular in 

research. In the landscape field, ancient villages, tourist destinations, urban parks have been widely studied, but 

they are all in fixed places and lack consideration of the time-varying environmental change between childhood 

and adult settings. Compared with Western countries, this problem posed by environmental changes has 

been magnified given the unprecedented rate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but it has long been neglected. Using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in Zhejiang, through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analysis, 

one-way ANOVA and thematic analysis, this study explores how childhood place attachment is related to the 

naturalness of the living environment and how childhood place attachment affects adult well-being differently 

due to the degree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The results show that a higher degree of naturalness of childhood 

place can form a higher place attachment; and childhood attachments can directly impact adult well-being, 

but its influence is conditioned on childhood-adult environmental differences. This research illustrates the 

environmental adaption issues brought by rapid urban development and proposes a model of childhood place 

attachment and adult well-being, and the results are significant of expanding studies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human health.

Keywords: place attachment; naturalness; childhood-adult environmental change; human-land relationships;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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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发展迅速。

对个体而言，这不仅意味着人们物理上从农

村到城市环境的迁移，而且还涉及心理上对

新生活方式的适应和社会联系的建立 [1]。由于

个体适应力不同，环境适应性有所差异，加

之个体经历的环境变迁程度不同，这一差异

有可能被加剧。随着人类对景观干预程度的

不断加大，越来越多的居民感到与过去较为

自然的童年场所失去联系，并陷入了一种心

理上“无家可归”和失去“根性”的痛苦 [2]。

因此，如何提高新城市居民的环境适应性以

及如何使他们更好地融入新场所成为重要的

研究课题。社会学家已根据这一问题，基于

人地关系理论（human-land relationship），提出

了“场所依恋”（place attachment）这一概念。

近几十年来，大多数研究都聚焦在当前场所

的社会依恋（如社会关系），而对过去场所（如

童年居住地）的依恋及对场所的物理环境依

恋（如自然度）缺乏关注 [1]。与中国不同，由

于西方当代城镇化速度缓慢，环境变迁较小，

西方学者很难意识到快速环境变迁带来的场

所依恋问题。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人们对

童年居住地的依恋是否与童年居住环境的自

然度有关，以及童年场所依恋是否因环境变

迁而影响人们成年后的幸福感，从而为土地

管理者提供一种方式来预测、识别和回应人

们与场所形成的关系 [3]，减少居民在拆迁和搬

迁过程中因为环境适应性问题带来的心理疾

病，提高幸福感。

1  研究背景
1.1  场所依恋

“场所”（place）与“空间”（space）不同，

空间是指客观的地理位置和物质形式，而场

所则指对某一个体或群体而言充满意义的空

间，这种意义是通过人与场所的互动而形成

的 [4]。“场所依恋”的经典二维结构包括“场

所依赖”（place dependence）和“场所认同”

（place identity）[5]。场所依赖作为功能成分，反

映了一个空间具有支持特定目标或预期活动

的特征和条件 [6]，它对于人们在初次选择某

一特定的空间进行互动时具有重要作用。当

该空间靠近人们日常活动范围时（如居住地），

人与场所的相关互动将增加 [7]。随着互动次

数的累积，个体不断地赋予这个空间含义和

意义，从而使该空间成为场所并使个体具备

自我认同感，最终个体对该场所形成情感性

依恋，即“场所认同”[7]。因此，“场所依恋”

是指人们在不同场所发展起来的情感纽带 [8]。

自然环境是场所依恋形成的重要空间因

素。这与人们对自然环境的偏好及该偏好所

引起的互动可能性有关，但学者对自然环境

偏好的起源并未形成统一的观点。一种观点

是，在数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人类更熟悉

自然环境，因此在生理上能够更有效地接收

和处理自然环境中的信息，从而有利于人类

的生存和发展 [9]。例如，相比建成环境中的人

工造型，自然中存在大量的分形模式（fractal 

patterns），即一种视觉上更容易被人类处理

的信息 [10]。因此，在自然环境中，人们可以

花更少的注意力和认知功能来处理视觉信息，

从而有了放松的机会 [11]。同时，这种容易的

处理过程能够激发人们的控制感和成就感，

产生积极的情绪 [12]。第二种观点认为，人类

对自然环境的偏好是社会学习过程的产物 [9]。

高密度、拥挤的城市环境以及高压、快节奏

的城市生活对居民造成了负面的精神影响 [13]。

而自然环境中丰富的感官刺激（如视觉、听

觉和嗅觉）是持续变化的 [14]，赋予人们温和、

宁静和放松的愉悦感受，具备康养效果 [15]。

这种感官刺激可以增强人们在自然环境中的

心理恢复效应 [16]。

童年阶段是场所依恋形成的重要时期。

童年时期建立的依恋关系有助于大脑微观结

构的正常发育以及未来生活中基本信任态度

和安全感的形成 [17]。6~12 岁是儿童探索外界

环境并发展场所依恋的关键时期 [18]。在此阶

段具有较强场所依恋的人群，更容易在日后

生活中与新的场所建立情感联系 [17]。此外，

各个时期的场所依恋相加可以增强人们的自

我连续性（self-continuity）[19]。

1.2  场所依恋与幸福感

场所依恋对幸福感的积极影响主要通过

以下 3 种机制：1）场所依恋出现的前提是因

为某些空间提供了生存优势 [20]，这与幸福感

应建立在安全的客观环境之上的条件相符合；

2）场所依恋提供了对目标的支持和对自我的

调节作用 [21]。前者可通过场所依恋的定义看

出，而后者是由于场所依恋增强了个体的积

极情绪并减少了个体的认知负荷。积极的情

绪和压力的减少能够有效地支持个体去达成

个人目标，从而有助于激发个体的自我满足

感并感到幸福 [22] ；3）场所依恋构建了自我连

续性。一方面，如前文所述，人们经常依恋

于他们认为符合其个人价值观的环境 [21]，这

促进了自我和世界（环境）之间的关联建立；

另一方面，通过记忆可以建立自我与过去之

间的连续性。两者有利于增强个体对身份的

认同，提高幸福感。然而，过度的场所依恋

可能危及幸福感，如个体在面对环境变化时

无法较好地融入新环境，因此出现焦虑、抑

郁等症状，降低个体对生活的满意度 [23-24]。

1.3  研究假设

综上所述，场所依恋的形成在儿童阶段

较为重要，并与自然环境关联较大。童年场

所依恋可以直接影响成年后幸福感，这一影

响与环境变化程度间接相关（图 1）。因此，

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H1：童年居住在自然

环境中的农村居民会比住在建成环境中的城

市居民具有更强的场所依恋。H2：具有较高

童年场所依恋的人群在成年后具有较高的幸

福感；H3：较高的场所依恋预示着个体与童

年环境具有较强的积极情感联系，因此幸福

感与个体童年居住环境变化程度呈负相关。

然而，较弱的场所依恋可能有两种不同含义：

较弱的场所依恋代表个体与童年场所的联系

较弱，因此幸福感与个体经历的环境变化程

度无关（H3a）；较弱的场所依恋代表个体对童

环境变化程度

成人幸福感童年场所依恋
线路1

（直接影响）

线
路
2

（
间
接
影
响
） 线

路
2

（
间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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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

1 童年场所依恋与成人幸福感模型
Model of childhood place attachment and adult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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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场所不满，因此幸福感与个体经历的环

境变化程度呈正相关（H3b）。H4：当环境变

化程度较小时，个体的幸福感随场所依恋的

增强而增强；当环境变化程度较大时则相反。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地选取

浙江省位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省域管辖

面积 10.55 万 km2，常住人口 5 850 万 [25]。省

内地形起伏多变，西南以山地为主，中部以

丘陵为主，东北部是低平的冲积平原。土地

利用类型以林地和耕地为主，但建设用地处

于快速扩张状态 [26]，大量居民从农村自然环

境迁移到了城市建成环境中。截至 2019 年底，

浙江省城镇化率位居全国第六名 [27]。这些特

点为研究快速城镇化带来的场所依恋问题提

供了基础。此外，不同区域、不同年龄段的

人群经历了程度不一的环境变化。

2.2  混合方法论

本研究采用了混合研究方法，包含试点

研究、问卷调查和半结构访谈。试点研究是

为了检验网络问卷调查的可行性，探讨人们

是否依恋童年场所，以及该依恋是否与物理

环境（如景色）或者社会因素（如人际关系）

有关。问卷调查包含了 4 个部分。1）受访者

的社会人口信息，包括居住城市、性别、年

龄、在童年居住地和当前居住地的居住时

长。2）童年及当前居住地的 4 类景观自然度 

（表 1）。“自然度”，即自然元素在场地中的占

比程度 [28]。本研究首次将自然度和自然度变

化（在童年和成年时期）引入调查，并借鉴了

杨思程在景观偏好研究中提出的由人工到自

然的分类思路 [28]，将景观类型分为以下 4 类

（图 2）：①以人工建筑为主；②半建筑半人工

绿化；③半建筑半农田；④以原生态自然景

观为主。3）场所依恋量表。Williams 等设计

的问卷常常被应用在场所依恋、娱乐参与以

及个人项目等方面 [5]，并被证明具有较好的内

部一致性 [29]，本研究对其进行翻译并增加适

当的解释。该量表采用 5 分制李克特（Likert）

量表。4）Tennant 等开发的华威 – 爱丁堡幸福

感 量 表（Warwick–Edinburgh Mental Well-being 

Scale）[30]。该量表涵盖了心理健康中的积极

情绪、人际关系满意度和积极心理功能方面，

在中国已有相关研究，被证明具有较高的信

效度 [31]。该量表同样采用 5 分制李克特量表，

以便数据分析。

半结构访谈是指在问卷调查参与者中，

选取部分人群进行访谈，用于检测定量结果的

有效性，以及解读数据背后的原因和机制 [32]。

问题如下：您能描述下您童年生活过的地方

吗？这个地方给您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什么？

您能谈谈对于您小时候生活环境的感受吗？

您离开或留在童年环境中您觉得幸福吗？您

觉得幸福感程度与环境有关吗？作为成年人，

您是如何记得您的童年经历和成长过程呢？

2.3  数据采集与分析

调研于 2020 年 6—7 月进行，调查问卷由

问卷星平台发布，在微博和微信社交平台上

传播。本研究共收回 480 份调查问卷，剔除未

满 18 周岁的参与者和无效作答，最终有效问

卷 353 份。随后，对所收集数据进行整理和编

码，其中居住地的自然度被编码为 2、3、5 或

6（表 1），并且计算童年和当前居住地的自然

度的差值（0、1、2、3 或 4），即得到“环境

变化程度”。场所依恋的得分借鉴 Kaltenborn

和 Bjerke 的分析方法 [4]，为所有项目的平均

分（保留两位小数），且以此为分类依据按组

将样本分为弱、中、强 3 个等级（分别对应

1.00~2.33、2.34~3.66、3.67~5.00）。幸福感评

估得分依据华威 - 爱丁堡幸福感量表所推荐的

分析方法，为所有项的总和 [30]。半结构访谈

选取 17 位受访者，征求同意后对谈话内容进

行录音，每位时长为 30~60 min。采用主题分

析法 [33]，提取每个问题中聚集程度最高的主

题和关键词并进行分析①。

使用数据分析软件 STATA 16.0 进行定量

分析，具体步骤如下。

1）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包括人口分布

特征、场所依恋和幸福感得分的平均值以及

各等级占比；

2） 采 用 常 最 小 二 乘 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回归模型探索场所依恋的决

定因素。回归因素包括年龄、年龄平方、性

别、童年居住地的自然度、自然度变化、在

童年居住地和当前居住地的居住时长。由于

1978 年改革开放带来的快速社会经济发展和

表 1  4 类景观类型

Tab. 1  Four types of landscape

景观类型
自然度类别

总自然度 例子
地区 社区

以人工建筑为主 建成 建成 2 商业中心和传统居民区

半建筑半人工绿化 建成 人工绿化 3 有社区公园的居民区、城市公园、私家花园

半建筑半农田 自然 人工绿化 5 传统农耕区

以原生态自然景观为主 自然 自然 6 天然林、山、江、河、湖、海、荒地

    注：“建成”自然度记为 1，“人工绿化”自然度记为 2，“自然”自然度记为 3。

2 4 类居住地景观类型（从左到右自然度依次上升）
Four types of residence landscape (increasing naturalness from left to righ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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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这与假设 H1 相符。但是，没有足

够的证据表明在童年居住地的居住时长是场

所依恋的一个强有力的预测因素。在总样本

中，年龄与场所依恋的关系不显著，表明年

龄不能预测场所依恋。但是，在区分年龄组

后，在青年组中，童年居住地的自然度具有

统计学意义（β=0.210，P<0.01），但在中老年

组中童年居住地的自然度则失去了显著性。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 4 个等级的自

然度之间的场所依恋值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性，

结果表明随着童年居住环境的整体自然度提

高，人们的场所依恋程度也随之增加（表 3，

图 3）。但是，只有自然度最低的环境（自然

度 =2）和其他 3 组（自然度 =3、5 或 6）之

间的差异才显著。也就是说，一旦场所依恋

达到一定的阈值，增加居住地的自然度已不

再显著地增强场所依恋。尽管如此，后 3 组

中 95% 置信区间在平均值附近越来越集中，

说明越高的自然度能够产生越稳定的场所依

恋水平，即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对人类的吸引

力具有普遍性（图 3）。

表 2  场所依恋的决定性因素的回归分析

Tab.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determinant factors of place attachment

解释变量 总样本 青年组 中老年组 解释变量 总样本 青年组 中老年组

童年居住地

的自然度

0.179*** 0.210*** 0.111 当前居住地的

自然度

-0.051 -0.145*  0.170 

（0.056） （0.050） （0.230） （0.073）  （0.085）  （0.147） 

性别
-0.026 -0.172 0.159 在童年居住地的

居住时长

-0.002 -0.003 0.006

（0.130） （0.135） （0.342） （0.012）  （0.011）  （0.021） 

年龄
0.004 在当前居住地的

居住时长

0.006 0.007 0.006

（0.045） （0.010）  （0.010）  （0.017） 

年龄平方
-0.000 校正决定系数 0.182  0.236  0.102 

（0.000） 样本量 353 255 98

    注：因变量为场所依恋；括号中为标准差，标准差之上为β 系数；* 代表P ＜ 0.1，*** 代表P ＜ 0.01。

表 3  童年居住地的自然度与场所依恋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Tab. 3  One-way ANOVA of naturalness of childhood places and place attachment

解释变量
以人工建筑为主

（自然度 =2）

半建筑半人工绿化

（自然度 =3）

半建筑半农田

（自然度 =5）

以原生态自然景观

为主（自然度 =6）

以人工建筑为主（自然度 =2） 1.000***

半建筑半人工绿化（自然度 =3） -0.450***       1.000***

半建筑半农田（自然度 =5） -0.598***  -0.148      1.000***

以原生态自然景观为主（自然度 =6） -0.708*** -0.258 -0.110 1.000*** 

    注：观测值为 353；*** 代表P ＜ 0.01。

3 童年居住在不同自然度地区的样本的场所依恋箱线图
Boxplot of place attachment and different naturalness of childhood place

巨大环境变迁 [34]，本研究将样本分成青年组

（≤ 42 岁）和中老年组（≥ 43 岁），重复以上

分析过程，以探索年龄差异。

3）为了解自然度等级对场所依恋强度的

具体影响，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 4 个等

级的自然度之间的场所依恋值是否存在显著

差异性。

4）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个体对童年

场所的依恋是否直接影响成年后的幸福感。

在此过程中不断加入更多的变量以观察β

系数是否保持稳定。并且，使用工具变量

（Instrumental Variable, IV）来探索场所依恋和

幸福感之间的因果关系。

5）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具有弱、中、

强 3 种场所依恋程度的人群，如何因环境变

化程度的不同而影响其成年后的幸福感；并

且检验假设 H3，即弱场所依恋代表个体对童

年场所不明显的情感态度（H3a）还是强烈的

负面情绪（H3b）。

6）计算童年和当前居住地环境变化程度

的绝对值，并以此为分类依据将样本分成 5 种

变化程度（0、1、2、3、4）。使用固定效应

模型研究在经历相同环境变化程度的人群中，

个体对童年场所依恋的强度是否可以调节其

成年后幸福感。

3  结果与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在 调 查 问 卷 参 与 者（n=353） 中， 在

1978 年后出生的占 74.5%，女性占 55.0%，出

生于农村地区的占 65.7%，其中有 63.3% 目前

在城市居住；一直居住在自然度（5 或 6）较

高地区的人群占 35.1%。参与者对童年居住

地的依恋程度较高，平均值为 3.89（最高为

5.00），弱、中、强场所依恋组分别占 6.0%、

31.4% 和 62.6%。虽然居住环境的自然度发生

了明显变化（变化绝对值为 1.40，最高绝对

值为 4.00），但参与人群的幸福感较高（平均

值为 52.03，基于华威 – 爱丁堡幸福感量表的

平均幸福感范围为 40~59）。此外，中老年

组（平均值为 1.67）经历的环境变化程度大

于青年组（平均值为 1.30），但是前者（平均

值为 55.51）的幸福感却高于后者（平均值为

50.84）。在半结构访谈中（n=17），9 人与所有

假设一致，5 人与所有假设相反，3 人与所有

假设无关。其中 14 人的童年生活在农村自然

环境中，9 人目前生活的环境与童年截然不同。

3.2  场所依恋与自然度的关系

采用 OLS 回归模型探索场所依恋的决

定因素（表 2），在总样本中，童年居住地的

自然度与场所依恋呈显著正相关（β=0.17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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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童年场所依恋和成年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Tab. 4  The independ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hood place attachment and adult well-being

解释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IV） 解释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IV）

场所依恋
4.142*** 4.119*** 4.313*** 4.205** 城市固定效应 No No Yes No

（0.675） （0.649） （0.700） （2.053） 校正决定系数 0.136 0.186 0.201 0.193

个人变量控制 No Yes Yes Yes 样本量 353 353 345 353

社会经济变量控制 No No Yes No Kleibergen-Paap 13.342

    注：个人变量控制包括年龄、年龄平方和性别；社会经济变量控制包括童年居住城市、当前居住城市和当前居住地的自然度；固定效应指加入特定虚拟变量来吸收某种组别间的差

别来减少遗漏变量风险；“ Yes”表示已控制此组变量，“ No”代表未控制此组变量。模型（1）、（2）、（3）代表了对变量的不同控制。模型（IV）加入个人控制变量并使用 Instrumental 

Variable 模型。括号中为标准差，标准差之上为β 系数；** 代表P ＜ 0.05，*** 代表P ＜ 0.01；Hansen J 值为 0.1883。

表 5  环境变化程度在不同的场所依恋程度下对幸福感的影响

Tab. 5  The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on well-being under different attachment intensity

解释变量 弱场所依恋 中场所依恋 强场所依恋 解释变量 弱场所依恋 中场所依恋 强场所依恋

环境变化程度
4.378*** -0.266 0.500

年龄平方
0.050 -0.001 -0.003

(0.780) (0.624) (0.503) (0.039) (0.005) (0.004)

当前居住地的自然度
6.792*** -2.123*** 0.894***

在童年居住地的居住时长
-1.576 -9.056*** -2.284**

(0.978) (0.652) (0.177) (3.638) (1.707) (0.794)

性别
-12.380*** -0.612 -2.984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1.566) (1.595) (1.844) 校正决定系数 0.330 0.138 0.071

年龄
-3.930 0.200 0.409

样本量 20 109 216
(2.768) (0.375) (0.322)

    注：因变量为幸福感；括号中为标准差，标准差之上为β 系数；** 代表P ＜ 0.05，*** 代表P ＜ 0.01 ；固定效应指加入特定虚拟变量来吸收某种组别间的差别来减少遗漏变量风险；

“Yes”表示已控制此组变量，“No”代表未控制此组变量。

半结构访谈结果表明，受访者在回忆童

年居住环境时主要涉及自然环境和活动 2 个

主题。

1）自然环境。除了 2 位来自城市的受访

者，其他受访者关于童年场所的记忆都是发

生在户外环境，共有 15 种。其中主要包含农

田（75%）、 河 流（66.67%）、 动 物（66.67%）、

植物（58.33%）和山（33.33%）等，说明自然

环境是场所依恋的重要因素。此外，受访者

在描述场景时，童年居住在农村的受访者比

居住在城市的受访者的描述篇幅要长 2~3 倍，

说明童年居住在自然环境中的人群对场所的

记忆更深刻，因而具有更强烈的场所依恋。

2）活动。所有受访者童年记忆的形成

均与在场所内发生的活动有关，常见的 4 种

活 动 形 式 为 农 田 劳 作（76.47%）、 采 摘 植

物（58.82%）、抓动物（47.06%）和河里游泳

（29.41%）。这些活动即为人与场所的互动，能

够增强人们的场所依恋。

3.3  童年场所依恋与成年幸福感的关系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个体对童年场所

的依恋是否直接影响成年后的幸福感（表 4）。

结果显示，随着控制变量的增加，场所依恋

的系数均表现为显著正相关，且量级无明显

变化。此外，IV 结果与 OLS 结果方向是一

致的，且两者的量级几乎相同。IV 系数的显

著性水平保持在 5%，表明童年场所依恋和成

年后的幸福感之间有很强的因果统计学关系。

Kleibergen-Paap 值为 13.342（>10），说明 IV 并

不弱。另外，Hansen J 值不显著，这表明 IV 不

太可能是内生性的。以上结果表明，童年场

所依恋可显著提升成年后幸福感。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具有弱、中、强

3 种场所依恋程度的人群，环境变化程度如何

影响其成年后的幸福感。环境变化程度的系

数在弱场所依恋组中显著为正，说明弱场所依

恋人群经历的环境变化程度与幸福感呈正相

关（表 5）。考虑在弱场所依恋组中只有 20 个

观察值，结果可能存在极端值的偏差。此外，

在中场所依恋组和强场所依恋组中，环境变

化程度系数不显著。尤其是在强场所依恋组

中，环境变化程度与幸福感之间反而呈正相

关，这与假设 H3 相反。一方面说明，从农村

到城市（或从原生态到人工景观）的环境变迁

基本是单向的；另一方面说明，弱场所依恋

的人的幸福感与环境变化程度的关系更直接，

而中场所依恋和强场所依恋的人的幸福感可

能受到环境变化以外的因素影响。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在经历相同环境

变化程度的人群中，个体对童年场所依恋的

程度是否可以调节其成年后幸福感。当环境

变化程度为 0~2 时，幸福感随场所依恋的增

强而提高（表 6）。但是在此过程中，随着环

境变化程度的增大，场所依恋对幸福感的影

响幅度减小，β 系数从 4.388 减小到 3.466，

这说明虽然童年场所依恋可以提升成年后幸

福感，但是较小的环境变迁也足以削弱这种

幸福感。并且，当环境变化程度达到最大值

时（即为 4），场所依恋的系数显著减小到负

数，说明剧烈的环境变化程度能够使个体对

童年场所的依恋变成削弱其当前幸福感的重

要有害因素。

4  讨论与结论
童年居住地的自然度可以正向预测人们

成年后对该童年场所的依恋程度。更自然的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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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环境能够唤起人们更强烈的依恋情感，这一

点与本研究的假设相符，也与 Bow 和 Buys[35]，

Scannell 和 Gifford[36] 以及 Kim 和 Kaplan[37] 等的

研究结果一致。无论是出于前文所讨论的进

化论观点还是社会学习过程产物的观点，人

们通常偏好自然度较高的场所，从而产生人

与场所的互动。随着频繁的互动，人们赋予

了该场所更多的个体含义和意义，从而促进

了场所依恋的形成和增强。本研究在半结构

访谈中询问受访者关于童年场所的记忆时，

童年成长于农村地区的受访者更频繁地提到

户外活动，且有更强烈的情绪表达，如快乐、

自由、自豪感等。因此，这也证实自然环境

确实能鼓励更多的人与场所的互动行为和更

深刻的个体情感体验，该体验中包含了人们

对该场所的个体解读和认同。值得注意的是，

当自然度达到一定阈值时，场所依恋不再显

著提高，即只要人们的居住环境中存在一定

的绿地，不管其性质为人工或天然，人们都

能形成较高的场所依恋。在中国人口密度大

且城市用地紧张的国情下，这一发现对指导

城市规划师优化土地资源分配，同时满足经

济开发需求和居民幸福感具有重要作用。

个体对童年场所的依恋可以正向影响成

年后的幸福感。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表明，在

控制了潜在影响幸福感的变量后，童年场所

依恋与成年后幸福感之间存在着显著相关性。

此外，为避免个体当前的幸福感可能导致的

记忆偏差，从而造成不真实的场所依恋评分，

本研究使用 IV 策略验证两者之间的因果关

系，结果仍然支持上述结论，并且排除了遗

漏变量和从幸福感到场所依恋的反向因果关

系。这一现象与 Morgan[17]、De Haan 等 [38] 和

Schore 等 [39] 的理论相符，即在童年时期能够

建立较高依恋机制的人，其大脑结构发育更

加完善且更容易产生安全感，因而在成年后

更容易具备对新场所建立依恋的能力，提高

对当前场所的满意度，进而增强幸福感。半

结构访谈中，部分高场所依恋和高幸福感的

受访者表示，他们能够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较

快地建立归属感。

对童年场所依恋的程度会受童年与当前

环境差异程度的调节，从而对成年后的幸福

感产生不同的影响。首先，弱场所依恋组的

人群随环境变化程度增大，幸福感增高。这

表明该类人群对童年场所存在一种明显的负

面情绪，并将移居到不同环境类型（自然度）

的行为视为摆脱自己所厌恶对象的胜利。这

一点在半结构访谈中得到支持，也与 De Sa 关

于巴西人移民到美国后幸福感变化的研究结

果一致 [40]。在 De Sa 的研究中，那些对过去场

所有消极感觉的女性将此场所视为自己痛苦

经历的被动见证人和共犯，进而将成功移民

到美国视为从痛苦中的解放。其次，中场所

依恋组的人群的幸福感与环境变化程度无关。

半结构访谈中，该类人群对童年场所的回忆

缺少情感表达，在离开该场所后也很少产生

由环境变化引起的心理落差。这可能与较频

繁的搬家经历有关，削弱了他们与居住地的

深入互动，难以形成较强的场所依恋。最后，

强场所依恋组的人群的幸福感与环境变化程

度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一方面，个体对童

年居住地较强的依恋可以促使其成年后有能

力在新的场所建立新的依恋，提升幸福感；另

一方面，过度的场所依恋或巨大的环境变化

使部分个体主观或客观上无法融入当前场所，

降低幸福感。值得注意的是，当环境变化程

度达到最大等级（本研究中为 4）时，场所依

恋越强则幸福感越弱，因为对过去场所具有

强烈依恋的人群无法在全新的环境中找到与

过去的联系，从而失去自我连续性，并降低

幸福感。第三点有助于更好地将利益相关者

的价值观和行为纳入土地管理决策过程。在

经济发展驱动下的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城市

规划设计和管理部门应该适当地保留过去的

场所，作为人们情感的寄托和寻根的需要。

本研究中的量表均来源于西方国家，需

要结合我国国情进行优化和细分。此外，本

研究中的所有数据均为主观数据，未来研究

可使用客观的测量方法，如脑电图技术等。

最后，本研究的样本量相对较少，对某些地

区的代表性不足。但是作为探索性研究，本

研究使用混合研究方法，使定量研究中的参

与者在定性访谈中解释数据的缘由和机制，

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数据解释的偏差。同时，

表 6  场所依恋强度在不同的环境变化程度下对幸福感的调节

Tab. 6  The regulation of place attachment intensity on the well-being under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changes

解释变量
环境变化程度

0 1 2 3 4

场所依恋
4.388**  3.937**  3.466**  8.382  -15.230** 

(1.385)  (1.572)  (2.031)  (2.117)  (2.832) 

当前居住地的自然度
-0.599  -0.146  1.786  0.482  -20.220*** 

(0.518)  (0.624)  (1.502)  (0.391)  (3.420) 

性别
0.049 -6.562***  -3.200  0.829  -6.403 

(1.933)  (1.881)  (1.783)  (1.044)  (5.718) 

年龄
0.421  1.269  -0.110  0.277  -8.830** 

(0.513)  (0.760)  (0.360)  (0.388)  (1.860) 

年龄平方
-0.004 -0.014  0.004 0.002 0.110** 

(0.007)  (0.009)  (0.005)  (0.005)  (0.023) 

当前居住城市
-0.579**  -0.606  -1.988*  -0.087 -4.964** 

(0.213)  (0.518)  (0.824)  (0.408)  (1.255) 

在童年居住地的居住时长
0.083  0.0207  0.272  -0.006 -1.090* 

(0.079)  (0.184)  (0.201)  (0.048)  (0.409)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校正决定系数 0.096  0.230  0.315  0.410  0.558 

样本量 121  74  59  78  13 

    注：因变量为幸福感；括号中为标准差，标准差之上为β 系数；* 代表P ＜ 0.1，** 代表P ＜ 0.05，*** 代表P ＜ 0.01；

固定效应指加入特定虚拟变量来吸收某种组别间的差别来减少遗漏变量风险；“Yes”表示已控制此组变量，“No”代表未

控制此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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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合我国高速城镇化的特点，首次提

出环境变化程度和场所依恋的联系，相关方

法和结论为未来研究奠定了基石。

注释 (Note)：
① 本研究获得英国爱丁堡大学艺术学院伦理审查委员会批
准（批准日期为 2020 年 6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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